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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被认为是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符号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理清人类表达与认知意义
的方式”［1］，先秦名学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符号学思想资源，从符号学角度切入先秦名学，其
实就是理清先哲表达与认知意义的方式。现代意义的名学研究，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算起，
也有百余年的历程。“名”之精义，笔者以为钱钟书的分析较为恰当：“名皆字也，而字非皆名也，
亦非即名也。……曰‘名’，谓字之指事称物，即‘命’也……字取有意，名求传实。”［2］(P633-634)字乃是
为了传意，而名则是为了表实，为准确区分名与字的功用，钱氏借用西文“truthful”与“meaning-
ful”来拟配二者不同旨趣。如果勉强将道视作语言的话，那么名则可视作言语。西方有悠久的逻
各斯传统，逻各斯最初的主要意思即是语言，同时意味着言说。逻各斯意味着规律和秩序，也即
是说西方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语言世界的规范性能够落实到生活世界， 并规范人类社会的秩
序。这一点，在中国先秦贤哲这里，作为终极意义和秩序的“道”是通过“名”落实下来，从正形名
到正刑名，语言规范推广到行为秩序，又是以名为中心展开的。

论形名：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
■祝 东

汉语之“名”是用来表征“实”的，命名其实是一个赋义的过程，使事物成为意义的对
象，“名”因为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解释而获得其他的意义，如名号、名分之属等。名实的对
应关系使得自然与社会分别获得秩序。黄老道家援法入道，试图通过执掌形名来掌握自然
和社会秩序，发展成为黄老形名之学，并为法家继承发展，形成形名法术之学，法家将其应
用到社会秩序的治理之中， 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从儒家正名到黄老道家正形
名，以至法家之正刑名，社会规范是从“名”的符号规范开始的，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语言
规范到行为秩序的社会符号学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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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也正名：儒家对名的解释项的扩充

欲辨先秦诸子之名学，有必要先对“名”作一辨析。所谓“名”，许慎《说文解字》谓：“自命也。
从口从夕。”而林义光《文源》卷六则认为名并非为夕而设，夕乃是像物形，名乃是口对物称名之
象。由此可知名有自命和命物两个向度的解释。笔者以为，无论是自命还是命物，皆从口出，发
为声音，也即是名为语言符号。陈梦家在《中国文字学·论名》中论及称谓事物的方法是指出共
有三种情形，其一是用“文”来名物，也即象形，其二是用“名”来名物，也即借其他“文”的音来名
物，第三种情况是用“字”来名物，这实际上是形声的结合。［3］(P46)这里实际上论及的是从形到声
再到形声相益的命名事物的过程。名之初期，主要是用“文”来象形，一事物之文乃一事物图像
之抽象，辅之以声音，才成为“名”，也即是说“名”是“文”与“声”的组合，其“能指”是声的部分，
“所指”是文的部分，“名”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也即是语言符号性质，这一点从上博楚简《恒
先》“名出于言”中可以看出。而随着人类认识的扩展，万物都得以“名”命之，也即是“黄帝正名
万物”（《礼记·祭法》）的过程，其总体走向是由象形到形声的发展过程，抽象概念也逐渐形成。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其实是难以区分名和实之间的关系的，如弗雷泽在《金枝》里
指出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声音是不能明确区分的，他们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对象之
间不仅是思想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际的物质联系。［4］(P405)这个在中国的文献典籍里面也多有佐
证，如《管子·心术》谓“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荀子·正名》谓“名者，所以期累实也”，即是
认为名不仅要“纪”万物，同时要求“累实”。名之初始，皆以求真为要务。因此在初民看来，名并非
事物的符号，而是等同于事物的实体，这样作为语言的“名”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但是随着人
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对名的认识和辨析已经逐渐理性化，“名的神秘性虽在宗
教中褪色或消失，却在政治上还发生很大的作用”［5］(P288)。实际上命名的过程就是一个赋义的过程，
“因为正是命名的过程改变了甚至连动物也都具有的感官印象世界， 使其变成了一个心理的世
界、一个观念和意义的世界”［6］(P60-61)。命名之后的事物不再是纯然之物，而成为意义的对象，也即名
与对象的二元关系发生变化，名不再仅仅指代对象实体，而是获得其他的意义。从名的发生学的
角度来看，名与实是对应关系，但名的运用中逐渐发生变化，使用中注入新的意义。“每一个‘名’
都有它一定的含义，一定的道理，我们常说，‘顾名思义’。”［7］(P20)这里通过“顾名”而所思之“义”，即
是名的意义问题，借用皮尔斯的三元符号模式，名即是再现体，实则是对象，义即解释项。如文一
茗所言：“对意义的感知、表达、理解与交流，都必须通过符号的运用而得以完成。”［8］于先秦学者
而言，这一切正是围绕“名”这一符号的运用而来。

名因为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解释而获得其他的意义，这样便丰富了名的内涵。如《左传·桓
公二年》师服谓：“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这里由名到义，解释项日渐增
多，功用也日渐扩大。这个在桓公六年桓公问名于申繻中亦有体现。特别是当名的解释项进入
名号与名分之时，其政治伦理意义就更加丰富。

名号是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建构起来的人的身份标识， 因为身份地位而获得的名号即是名
分，因为名号的差异性，使得名分获得差异，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也就一目了然，如果
人们按照名号建立起来的名分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表意行为，那么社会秩序就趋于稳定。
但是春秋战国之时，礼崩乐坏，名号与名分常常错位，这也是孔子所痛惜之事：“君子疾没世而
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王阳明《传习录》及俞樾《群经平议》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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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读去声，即“符合”之意，春秋列国大夫多得美谥而没有相应的行事，所以“名不称”。此论应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逸周书·谥法》谓：“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位之章也。是以大
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古人之谥是对其一生行事之迹的总括，号是其功
业的表征，死后出殡的车驾、纹饰是其地位的标志。按照谥号法则，行事之好恶应该与其谥号对
应，个人一生之行迹是自己所为，而死后的名号是别人按照其行迹追加而来的。按谥法规定，当
然要去谥号之名与其行事之迹对应。因此孔子对待名的态度是：“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
行也。”（《论语·子路》）君子之名必有其言，其言必有其行以资对应。当然，在孔子看来，“君子”
之名应该有其解释项“仁”作依托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君子”这样的名
号，是有“仁德”这种意义灌注其中的，否则无以为君子。

因此“名”在儒家学者这里，注入了政治伦理之含义，超出其本身对应的“实”这个层次，获
得了新的意义。这个在《左传·成公二年》孔子评仲叔于奚请曲悬、繁缨一事中表现尤为明显。
在孔子看来，礼器和名号是不能随便许给他人的。这些本是人主所掌握的，人主通过掌握符号
宰制权而获得威严和权力，但是礼崩乐坏之后，真正能掌握权力的已经不是宰制符号权，而是
通过军事政治实力来把握权力。但是孔子看重的依然是名号，其逻辑是，名号对应的是身份
（名分），名分对应的是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尊卑等级，这种地位等级获得相应的威信
威严（权力），这种相应的权力又来维护其应有之礼器，礼器的规格蕴藏的是礼的意义———尊
卑等级———这就是礼的解释项。当然后面还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这些其实都是依照西周
分封等级制而来，尊贵者得高利，并以此养民。因此，其逻辑指向为名号等于政治权力，与人名
号等于授人以政。因此，按照这一逻辑，调整理顺名号，即可将混乱之社会秩序进行有效调理，
于是才会有《论语·子路》中子路问孔子为政以何为先，孔子答“必也正名”的著名对话。孔子认
为为政先正名，但是遭到子路的嘲笑，于是孔子又进行补充诠释。在孔子看来，名分关系到权
力的合法性与秩序的稳定性的问题，名分不正则权力的合法性存在问题，这样行事也就会受
到质疑阻碍，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如萧公权言：“推孔子之意，殆以为君臣父子苟能顾
名思义，各依其在社会中之名位而尽其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而后百废可
举，万民相安。”［9］(P64)孔子的正名，是欲将君臣政治之名与父子伦理之名纳入社会系统之中，各
安其名，以名行事，进而达到秩序的稳定。曾有西方学者指出：“在一个社会内部，语言具有社
会识别功能，语言符号或强化社会阶层划分或维持群体间的权力差异。”［10］(P155)这或许可以对儒
家必也正名做一注解。

二、循名责实：黄老道家形名理论的实践

黄老之学为法家刑名学的一大关键，《邓析子》《尹文子》《慎子》《秾冠子》 诸篇皆与形名之
学的发展甚为紧密。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则被学界认为是
《汉书·艺文志》著录已经失传的《黄帝四经》，为黄老之学的重要著作。

陈鼓应研究指出，道家黄老派和老庄一系的最大不同即是在于它援法入道，在推崇道论之
时注意强调形名法度的重要性。［11］(P22-23)所谓“援法入道”其实即是通过审查形名关系来确定社
会秩序的学术思想方法。在《黄帝四经·道法》篇开篇即云：“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
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①在黄老道家看来，法自道生，统治者通
过制定法度来规范社会行为秩序，而法度和形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虚无有，秋毫成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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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名。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
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形名声号矣。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人类是通过审形命
名来区分事物的，当事物之名确定之后，名的区分就是事物之间的区分，也即形名声号的建立
可以使混沌的事物秩序化，推而广之，万事万物都在这种秩序中得到规范，因而执道者通过执
掌形名即可掌握自然和社会秩序，这就是援法入道的基本理路。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有万物即各有其形名，黄老道家继承老
子无为思想，“名自命也，事自定也”（《黄帝四经·经法》），万物自定形名，形成秩序，执道者则据
此建立法制规范，“审其形名”，调控秩序，即是援法入道阶段。这里从名到道是认识论阶段，从
法到道是实践论阶段，而名、法则是平行关系。陈鼓应将其归结为“道———形名———治理”这样
一个公式。［11］(P16)这里道可以视为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名与法则是符号系统，联系对应的是形与
刑，审形定名，是认识的升华，名确定之后，巩固了相应的秩序规范，法则是行为规范的底线和
边界，与之对应的是相应的刑罚和规训。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通过审查形名关系来确定对事物的认识，进而达到对道的体认。《黄
帝四经·经法》谓：“正、奇有位，而名形弗去。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形
已定，物自为正。”事物总有一般和特殊，但是事物之形与名总是可以考察的。因为事物总是在
一定空间中的存在，顺逆死生也都是由事物之性质决定，依照事物的性质即可确定事物之名，
名形关系确定之后，对事物的认识就达到目的，也即可以正确处理事物。这种思想在其他相关
黄老学术有关的文献中也可相互参证：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尹文子·大道
上》）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尹文子·大道上》）
有图而有名，有名而有形。（《秾冠子·环流》）

形而上的“大道”无形、无声，因而也无名，但是它落实下来，则是有形有声之“器”，事物之
名号是正确反映事物形体的，形体要得到正确的反映也要依靠名号，也即是作为符号的“名”其
主要作用在反映“实”，名和实要求相应相符。事物之形来自无名之物，但一旦塑“形”之后，则同
时形成其各自的性状，如马之形，牛之形，自有马之性状与牛之性状，在各自性状基础之上形成
马与牛之名，这种名又用来称谓具有这种性状的东西。因此考察中国之名学，不能仅从西方的
语言符号角度考察，必须注意到作为符号的“名”与其指称对象是有关联的，他们并非“任意性”
关系，名是命名一定之“形”的，形是接受一定之“名”的，这样作为符号的“名”才能准确传播作
为对象的“实”，如钱钟书之言，其旨趣是“truthful”。把握了形名关系，进而才能去体察隐藏其后
的规律原理，也即体认终极的“道”。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形名对应的强制规范，引入刑法体系，以正名来正形，也即
循名责实，以此来规范社会秩序，这其实就是形名落实到社会应用之中，是形名的实践论阶段，
这个在法家那里被发挥到极致。

黄老一脉认为要处理天下万事，前提是审查其名，然后再进行是非判断：“名□□循名究理
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是谓究
理。”（《黄帝四经·经法》）这中间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循名究理”，如《黄帝四经·称》所言：“有
物将来，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名是按照形来建构并用来反映实的，反过来，依照名
则可以查实而究理，用名来察实，还要督实，察理则是推求意义，使之合于形而上的“道”。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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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确定之后，就可以判定事物的是非曲直，进而用相应的法度去裁决，这中间始终要以审察名
理为要，也即“究理”是重点，这也是黄老形名与法家刑名之学的一个区别。当然作为过渡的黄
老道家，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他们是寄希望于调控名的秩序进而规范社会实践行为秩
序：

循名复一，民无乱纪。（《黄帝四经·十大经》）
［名］正者治，名奇者乱。正名不奇，奇名不立。正道不殆，可后可始。（《黄帝四经·

十大经》）
在他们看来，只要名实相符，形名合一，也即合于“道”，则民无乱纪，社会秩序就安定了；反

之，名不符实，则会产生动乱，所以循名究理合于“道”至关重要。而这中间的重点就在于理论层
次的审名，“审三名以为万事［稽］”，“三名”即是“一曰正名立而偃，二曰倚名法而乱，三曰强主
灭而无名”（《黄帝四经·经法》）。正名则法度立，社会安定，倚名则形名不正、法度废弃、社会混
乱，无名则直接导致国家灭亡，因此审查三名则有了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落实下来就是社会
治理，理论毕竟是为实践服务的，在实践层面主要操纵在“执道者”手中。

“执道者”在《黄帝四经》中是指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雄主：“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
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故能立天子，置三
公，而天下化之。之谓有道。”（《黄帝四经·经法》）执道者在审核形名之后，建立了相应的秩序规
范，因此才能位为天子，任免三公，教化天下，达到“有道”之境。在《黄帝四经·经法》篇中亦有申
述：

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故能循名究理。形名出声，声实调合，祸灾废立，如影之
随形，如响之随声，如衡之不藏重与轻。故唯执道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
之诚。
执道者胸怀天下，欲思使治，必当“循名究理”，依形命名，以声出名，事物之名与事物之实

合则秩序趋于稳定，因此执道者必须“虚静公正”地审察形名，把握名理的实质，进而掌控社会
秩序，这也是君王治理社会的工作：“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如此则“执道者”是为“明王”“明
君”：“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邓析子·无厚篇》）将老子形而上的道家思想转入可以
操控的社会治理之中，这中间的核心部分即是围绕可以认知、掌控的“名”而进行的。

三、审合刑名：法家从正名到正法的理路

法家按照理论路径和地域关系总体上可以分为齐法家和三晋法家，齐法家学术思想主要
见存于《管子》一书之中，三晋法家学术思想见存于《商君书》《韩非子》诸典籍之中。《管子》一
书托名管仲，并非没有来历，如牟复礼所言：“在《管子》成书之前，管仲就已经成了强权寡头政
府的样板， 因此他也被跟孕育法家的传统联系起来。 他的政策也在很多方面开了法家的先
声。”［12］(P204-205)管子所创的霸道，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政治实力，依托周王之名来统摄诸侯，这与后
来法家事功倾向颇为一致，所以齐法家在论证自己的治国法术之时，皆托名“管子”，其内在理
路是有渊源的。相较而言，齐法家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在任法的同时不废弃礼乐教化，提倡
“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没有胶着于“以刑去刑”的酷刑思想。

当然，齐法家最大的特征是将道家的学术思想引入社会秩序的治理之中，也即将“道”落实
到人伦日用之中，作为理论之“本”。“法家将道家理论变为实用，为人人应守之规则。亦自可说

108



法出于道。”［13］(P171)《管子·内业》谓：“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
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道虽然是不
能言说、视听的，但是道的作用却无时不在，得道与否关乎人的生死、事之成败。“道”是形而上
的，但可以落实到事物之中，“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管子·内业》）。抽象的
“道”落实到事物之中即是“序其成”，成就万物，使之有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君要“执
道”：“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也。”（《管子·
君臣上》）“道”被视作万物的中枢关键，所以人君要执掌，以此来治理天下。那么这种秩序内在
理路是如何展开的呢？

首先是将“道”落实下来以正形名。“道”虽然是玄虚的，但是经道化育的万物却是具体的。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管子·心术上》）事物得道而成“物”，物有其形，能使
形名得当的就是“圣人”，也即“圣人”审查形名的过程：

知其象则索其形，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管子·白心》）
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

根据事物的“象”考察其形质特征，探究其事理原委，进而把握其“名”，这个过程就是因形求名
的过程。万物因为有了各自的名称，也就有了界限分野，因为名的差异性才能表征事物之间的
差异分界，“圣人”因此才可以据此裁断天下事物，使名实相符。如果万事万物各安其名，于是则
“天下治”。所以最后“圣人之治”便是循名责实，审合形名，如果形名正确法度完备，则社会秩序
安定。

其次是从正名到正法的过程。圣人制名，乃是为了名实相应，以此规范事物之秩序，但是现
实生活中却是名实相违，规范失序。按照《管子·心术上》的分析：“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
［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圣人按照事物的形状性质命名事物，使名实相符，让原本是混沌
的世界有了秩序，这是广义的形名论，接下来笔锋一转，“督言正名”，根据言行来确定名分，转
入社会伦理秩序之中，根据人的名分，推求其相应的行事，这就是“应”之道，而这个方法论的来
源其实是道家之“无为”精神，也即遵从事物客观实际，而不作主观判断和损益，因形命名，也即
是“因之术”，因的方法就是无为。圣人因形命名来表征万物的方法应该在社会治理中得到适当
的应用：“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用名来规定事物，使之秩序化。推
求到人事之中则是：“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
而天下治矣。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管子·枢言》）作为社会系统中的
人，其名分有三：治人者，助人治人者和被人所治理者，治人者可以视作正项，助人治理者相当
于中项，被人所治者为异项，“中项偏向的一边，就是正常的”［14］(P279)，统治者之所以被视为正项正
是因为有中项的支持。事的名分有两种：也即主事和监察，此二者其实亦是属于中项之行事，如
果人和事各安其名分，则社会趋于治理，所以先王贵名，因为名的正/倚有无关系到治乱存亡。
因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正名的过程其实就是正法的过程：“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
仪则政令不行。”（《管子·形势》）如陈鼓应所言，这里“衣冠”喻指名分等级，“进退无仪”喻指动
静刑赏失去准度，也即是说前者指正名，后者指正法。［11］(P235)通过正名到正法，这是稷下法家学
者调整社会秩序的逻辑理路。

三晋法家事功倾向明显，奖励耕战，厉行富国强兵之策，《商君书》里《垦令》《农战》《徕民》
诸篇皆是。在论及政治法度时，形名思想亦开始显露出来，如《商君书·君臣》篇指出：“古者未有
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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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
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通过爵位、名号来区别君臣身份，划分贵贱等级，这样才能使“民
乱”秩序化，由于百姓众多，交流扩大，因此还需要制定职官、建立法度来进行必要的社会治理。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即是“定名分”，由定名分来实现秩序规范。在《商君书·定分》篇中举了一个
例子，一只兔子在地里跑，百人竞逐，但是街市上出售的兔子却没人敢抢，原因何在？“名分已
定”是为关键。这个事例在《尹文子》《慎子》中亦有载录，可见是法家的一个关注重点。我们知
道，名是语言符号，是共性的，兔之名是从兔之形中抽象而来，并辅之以音而成，反映的是兔之
实；分则可理解为名反映的对象的归属，归属确定了，进而确定秩序。“（名分）既指词义概括中
对客观事物地位归属的一种区别，又指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一种社会秩序。……‘分’的问
题，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且是一个世界秩序问题，归根到底，它是一个语言世界观之于人的社
会实践的根本意义问题。”［15］(P133)韩非则通过审合刑名、严刑峻法将形名观推向极致。

司马迁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且将韩非的刑名之学置于
其法学、术学之上，可见刑名之学在韩非子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事物的名称与其内容需要
对应，也即是符号再现体与其反应的对象必须是一种对应的映射关系，据陈奇猷等人分析，作
为政治手段的刑名之术的内容其实是很复杂的，形-名，语言-行事，法令-行为，赏罚-功罪，职
位-职事，等等，都是一种对应关系。法家提倡“形名参同”（《韩非子·扬权》）、“审合刑名”（《韩非
子·二柄》），考察的重点在于“名”与“形”的对应，如果不对应，则会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置，是一
种具有操作性治术：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
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
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韩非子·二柄》）

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
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
诛。（《韩非子·主道》）
这里韩非明确提出审合刑名的主张， 也即是由君主来审查臣下言论与行事是否相合，人

臣———言语———职事———功效———赏/罚，作为一种对应，语言与行动呼应，名号与职事相应，
如典衣和典冠，应该对应各自的职事，君主根据其承担对应职事考核其功效，作为赏罚之根据，
功效符合其应对的职事则赏，反之则罚。因此人臣之陈言与职事成为君主所执的“符契”，如太
田方所言：“契所执以责人者，符所两相合以取信者，此喻以其言授其事，以责其功也。”［16］(P63)将
形名引入政治管理和法律秩序之中，以此来督查臣下的行事，规范统治秩序，并以“罚”“诛”作
为统一秩序的后盾，法家多用“刑名”，应与其严刑峻法的思想有关。所以有学者云：“对韩非而
言，‘形名’问题，既是‘名实’问题，又是‘刑名’问题。”［17］(P59)讨论名实属于广义的形名问题，儒家
和黄老多属于此；而“刑名”问题，则是法家的政治治理和法律秩序的主要议题。

四、结 语

名是人类认识事物建立区别秩序的符号系统， 如卡西尔所言：“事物的界限必须首先借助
于语言媒介才能得以设定，事物的轮廓必须首先借助于语言媒介才能得以规划。”［6］(P68)儒家试
图通过“正名”来“正实”，其中不仅有名实论思想，也有名分论思想。这种正名思想至黄老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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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展成为循名责实之学，“执道者”通过考察形名声号来捋顺自然与社会的各种秩序关系，这
是法家刑名学术的一大转折。申、韩刑名法术之学，将儒家正名论与黄老形名论进行了融合，应
用于社会秩序的调控治理之中，审合刑名成为其治理的方法论。通过考察可知，这条发展脉络
其实从语言秩序开始的。从语言规范的形名对应到行为秩序的审合刑名，形成了一个以“名”为
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符号学发展模式。

注释：
①本文所引帛书原文及译文主要参考陈鼓应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版），并参考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为彰
显文义，方便阅读，对异体字和假借字不再标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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